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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潮州歌册的信物

论论潮潮州州歌歌册册的的信信物物

黄桂烽
①

摘摘 要要：：明清主流小说的信物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依托其进行改编创作的潮州歌册同样

不乏信物的存在。歌册作者对明清主流小说信物文学方法的模仿，使得歌册信物与母本信物所发

挥的文学功能相类似的同时，也存在着微妙的流变。信物研究对于探讨潮州歌册如何继承主流文

学更微妙的元素而创作，进而探讨“歌册式诗学”的诗学旨趣有一定作用。

关关键键词词：：潮州歌册 信物 姻缘亲情 儒家 歌册式诗学 明清主流小说

一、信物：联结潮州歌册和明清主流小说的隐秘小径

所谓信物，首先指作为凭证的物品，通常用于表达某种承诺或证明某种关系。在古代，信物

的形式多种多样，它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其物理特征，更在于“信”所承载的情感和信任的精神意

义。在文学作品中，延伸为通过交换信物，双方表达对彼此的诚实和信任，并以此作为未来关系

的凭证。在明清主流小说中，信物更是凝聚了作家们对生活现实经验的提炼和艺术表达，形成了

普遍性的艺术技巧、它可以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埋下伏笔，也可以塑造人物性格，进而完

成对主题的表达，从中充满的非常强烈的中国文化隐喻，不言而明。

《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潮州歌册（以下简称歌册）是流行于“广东省东部的旧潮州府地

区”的“大量用标准书面白话创作的七言叙事诗。”
②
但这一定义着重歌册的演唱形式和诗性，

对于歌册文本的叙事性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歌册文本部分对明清主流小说的模仿、借鉴，已被

许多学者指出，但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潮州歌册的重要特点，在于这一关系构成了歌册文本叙事的

基调。这一点还不太受学术界重视和研究。对于歌册如何依托明清主流小说、戏曲而创作，例如

如何自发运用信物组织创作，就更几乎是无人问津。

信物元素作为明清主流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极具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文学功能。

使用信物的文学创作方法被同时期的歌册创作者充分习得，在适应自身创作水平、文学素养，适

① [作者简介] 黄桂烽，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岭南民间文学、侨联研究、华侨文化

研究和统一战线研究。（广东汕头 515031）

② （美）宇文所安，（美）孙康怡.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3 年，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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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歌册庞大体量和满足地方方言演唱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因应和创新，反映出歌册与中

国古典文学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也反映出歌册对中国精神、中华风度的良好继承。

二、潮州歌册和明清主流小说信物模式的对应关系

证明歌册和明清主流小说之间有借鉴依托关系并不难，角度很多，也被许多学者使用过。但

歌册是如何参照明清主流小说更微妙的元素进行改编或再创作以体现其诗学旨趣的？在参照之

后，这种文学手法、文学元素与依托文本相比，是否发生了流变？这些都是比较棘手和困难的。

找准某一更细微的文学元素入手，例如从信物入手，研究歌册与明清主流小说的信物有何异同，

研究信物发挥的文学功能异同，信物的使用模式异同等等更深度的问题，就更是困难。但可以肯

定的是，歌册对于明清主流小说信物的模式运用较为良佳，这一文学创作方法对于歌册故事的结

局实现、情节推进和主题表达有较为直接和顺畅的帮助。

此篇所谈的潮州歌册，主要是指借鉴世情小说而改编的歌册。世情小说，是鲁迅在《中国小

说史略》对明清小说的一种分类，分为“世情书”和“佳话”。借用鲁迅的分类方法不难看出，

歌册与明清小说一样，是一个母系概念，歌册受明清主流小说影响之大，如果从分类上看，主要

表现在它既有历史演义的改编，也有侠义公案小说的改编，更有世情小说的改编，汲取类别丰富，

但依托历史演义改编的歌册，例如《东汉刘秀》《三国刘皇叔取东川》《薛仁贵征东》《隋唐演

义》（右调弹词）《杨文广平南蛮十八洞》等等，主要是将主流历史演义小说加以方言的改编，

故事多数是原地踏步，创新并不大，因此，没有必要再进行梳理研究。依托公案狭义小说改编的

歌册，例如《狄青上棚包公出世》《尼姑案》《上海杀子报》等等，当中也有信物的使用，但和

依托母本一样，这部分歌册同样以信物来作为破案线索来开展，文学功能几乎一致，深究意义不

大。此外，依托历史演义和公案小说创作的歌册并非是歌册系统的主体内容。反过来，世情小说

是歌册创作的主要习得来源，决定了歌册的世情部分占据了歌册数量的绝大部分，且歌册中的世

情部分与原依托文本而言，又加上了小部分战争、神魔等等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的元素，在情节

设计、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一定的流变，超出了依托母本世情小说的范围。当中的信物使用是否

会根据这些流变而改变，更值得一谈。

在借鉴世情小说改编的歌册当中，有一定量的“佳话”，即“才子佳人”故事，但占比并不

高。由于歌册大多为大部头之作，以长时间的演唱取胜，因此，歌册的才子和佳人，不仅仅只有

儿女情长，更胸怀强烈的家国情怀。此时，更可以认为，英雄儿女小说的叙事模式，包括信物的

使用，对于歌册的影响更加广泛。这种影响的巨大，使得歌册的信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类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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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儿女小说的信物。英雄儿女小说，是孙楷第在《中国通俗阅读书目》①提出的概念，是指“产

生于清代中后期，以男主人公建功立业和爱情婚姻两方面为情节的长篇章回小说”②。在英雄儿

女小说中，男主人公往往以在爱情婚姻上娶得佳人获得圆满，又能在科举和官场上有所获，甚至

为国锄奸除害为最终价值取向。它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清代之后的流变。钱穆认为，明末思想的良

好转变随着满清入关而发生了停滞，“晚明诸儒，思想上的贡献……一面虽亦建基于个人的心性

修养，另一面都想扩大到身世事功的积极表现……晚明儒，始正式要从个人心性转移到身世事

功……然那时早已在满洲部族政权高压之下，此派思潮无法畅流，以下便转入博古考据的道路”③，

这种“扩大到身世事功”的思想在清代受到压制，对于哲学家而言，就是转向博古考据，而对于

小说家而言，便是从才子佳人小说转向儿女英雄小说，在儿女英雄小说既抱得美人归又救国救民

的“理想”中得以抒发。此外，到了清代，“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

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④，这

使得纯粹讲英雄、侠义的英雄传奇小说同样衰落，“清初及其以前多是侠义小说与英雄传奇的融

合，为不成熟的英雄传奇。清初至乾隆时期的较为成熟，以后的向侠义小说嬗变，从而导致英雄

传奇小说类型消亡。”⑤因此，才子佳人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衰落，致使二者不得不合流，为

英雄儿女小说的产生创造条件。

《剑桥中国文学史》应证了这一点，该书认为绝大部分歌册是清代中晚期创作的，这也是贴

合英雄儿女小说流行的年代，“更为可行的观点是绝大部分（歌册）现存文本产生于十九世纪之

后。”⑥在明清主流小说中出现以上的分野，再加上潮州歌册本身篇幅、演唱形式等的影响，使

得同时代的歌册创作出现对于英雄儿女小说的天然偏好，这使得在潮州歌册中，形成了与英雄儿

女小说同质的、普遍性的公式化叙事链条：“（上卷）才子佳人相识相遇——遇难——分离。（下

卷）男子科举高中——男女再度相逢成婚——惩奸除恶——大团圆”。作者通过将信物穿插各个

叙事链条与环节之中，用信物较好地承载了完整的人物情感流动：“个人思想——友情、夫妻情

爱——代际亲情、家庭亲情、孝——忠和家国情怀”。信物地理位置的变动、使用权的流转被用

来隐喻人物的离散。在歌册中，信物可以将精神与情感具象化，传递出更丰富的内在信息，蕴藏

传递者之间的情感关系和传递者由身份、性别所传递的各自不同的情感元素，同时也发挥出了更

有效的叙事张力。最终作者通过信物的“珠还合浦”完成了全方面的作者理想链条抒发：“齐家

①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73 页。

② 常雪鹰：《略论英雄儿女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异同》，《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01期，第115-117页。

③ 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257 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 230 页。

⑤ 杨东方：《论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叙事因素及其嬗变》，《明清小说研究》，2006 年第 04 期，第 43-52 页。

⑥ 同本文第 1页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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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但是，纵观歌册的作品，歌册似乎对于信物所承载的这一链条又有纵深

的拓展，即从国家延伸到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这是歌册新的特点。

三、信物在潮州歌册中的文学功能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以爱情信物为例，女子主动送给男子信物的情况比较常见，此类作品有

《玉花瓶》《金钗罗帕》《陈三五娘》《纸容记》等。作者以女子主动赠送信物的行为为基础，

塑造了很多崇尚婚姻自由，大胆热烈，敢爱敢恨的女子形象。但对于歌册而言，男女相识相遇的

许多爱情信物是由神灵赐予的，或者说是神灵交代女子主动赠送给男子的。作者通过信物与神灵

（包括预兆、签文等民间信仰）结合，不仅反映出对人物形象命运的关照，更使得人物形象更加

神秘化。这里以《玉花瓶》为例说明。在《玉花瓶》中，男主殷秀卿卖身道观，女主赵娇莲因去

年祷告神灵而病症痊愈，去还玄女神愿，报答神的庇佑。在还愿之前，她被玄女神托梦。梦的内

容大致是让赵在还愿之后，用赔玉花瓶的方式解救被囚禁的殷秀卿，并大致介绍被困者的简单信

息，“夜梦玄女说因依，明早要去还我愿，紧紧去救真龙儿①。真龙未遇运通时，卖身观中做童

儿。注定花瓶依（他）打破，被师吊打哭啼啼。吊在东畔一空间，道真有事理未开。尔假无意去

游玩，要赔玉瓶代伊还。此人姓殷名秀卿……”
②
（622,3-5）

③
玄女还预言，“此人姓殷名秀卿，

日后得定是真龙，尔命亦是天注定，后来皇后是正宫。”（622,6）这里，打碎的玉花瓶就是二

人相遇的信物，也是神灵安排好的一个引子。同时，女子的命运、男女的见面方式虽被注定，但

在行文描写的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并不刻板僵化，有一些灵动的个性或者追求私欲的倾向，反映

出定数和变数兼具的中国思维。例如《金钗罗帕》中苏六娘与许多重情轻性的明清“佳人”不一

样，在郭生表白之后随即爽快答应了郭的性要求，并在七月初七之后的连续一周发生多次性交。

《玉花瓶》中，殷秀卿打碎玄女观玉花瓶，赵娇莲掏钱补偿后，突发奇想，以钗帕赠之，订立婚

约。这里的钗帕玄女在托梦中并没有提到，是赵的自发行为。

除此之外，也有男子赠送给女子定情、定婚信物的情况，但这时作者虽有塑造风流倜傥、快

意潇洒的风流才子形象，例如《玉鸳鸯》描写了风流才子王文俊用玉鸳鸯这一信物与许多女子的

奇缘故事，但更多是塑造坚贞不渝，对待爱情认真负责的才子形象。这些才子知书达礼，知行合

一，即便遇到了困难和情人分离，也会保存信物，不会抛弃当初的选择，甚至连妻子都已经去世，

信物丢失，也会坚守信念，从一而终。例如《玉麒麟双状元》中，王鸩机灵聪慧，才华横溢，却

① 真龙儿，指殷秀卿。笔者注。

② 《玉花瓶全歌》，《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之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第 20卷。

③ 第一位数字为第几页，第二位数字为该页的第几列到第几列。此处为第 622 页第 3-5 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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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坎坷。他与张相女指腹为婚，无奈女主先死，王鸩随母返乡居住，临走前，张相送给王鸩玉

麒麟作为婚约信物。王鸩返乡路上遇上盗贼，还被歹徒小七冒名犯罪，锒铛入狱，但他的内心稳

如泰山，依旧没有被困难打倒。危急之际，他灵机一动，让仆从携带玉麒麟至京城张相处求援，

结果久久没有回音。原来是仆从带着信物与张相相认，最终朋友文风提出与王鸩互易身份，文风

坐牢，王鸩到皇宫伸冤，皇帝想测试他的文学才能，王鸩马上作诗一首，惊艳四座。“用心作文

就如龙，龙飞凤舞实奇清，字字清新真堪爱，题成诗章献朝廷……皇上观看悦龙颜，果然诗中有

才能，不是棍棒下流身。”
①
（584,1-5）丢失信物，却凭自己的坚定信念和对信用的爱护，凭借

才学加持，在媒人和母亲的证明下，将假王鸩绳之以法，信物归王。最终，王鸩也和张相大团圆。

在歌册中，这些德行兼备的才子往往是天选之子，妥善保管信物象征着其重视信誉，最终获得好

报，高中状元，并且表现出自己高超卓越的政治能力，锄奸除恶，匡扶社稷，甚至能征服外邦，

平定天下，成为世界主宰。在这个过程中，信物将他们的个人能力、才能激发得淋漓尽致。《玉

麒麟双状元》中，王鸩在太后病危的时候，果断献上玉麒麟。宝物有特异功能，使得太后的病痊

愈，因而太后直接封王鸩为状元。值得注意的是，同女子形象的塑造一样，男性人物的塑造，部

分仍然有神灵等神秘力量通过信物进行加持。例如《玉盒仙琴金宝扇》的男主萧光祖，前世是天

庭的汲水童子，因为打破了水桶，被责罚下界。“尔晓光祖谁等儿，汲水童子就是伊。花园打破

汲水桶，罪犯天条该凌迟。责他投胎下凡间。”
②
（3,4）圣母娘娘认定他可以扶助人间社稷，让

月老携带“三宝”来辅助他拯救苍生百姓。

重情重义不仅仅体现在爱情上，也体现在友情和家庭亲情上。通过信物，作者塑造了一些将

友情看得比生死还重要的人物。《金针记》中，泉州官吏李九我下乡无饭可吃，遇何桂英高良德

夫妇赠饭，于是赠送金针作为友情的见证。在《刘元普双生贵子》中，李素知刘元普有善行，临

终时，封一白纸付妻，佯称元普故交，瞩妻子往投。李死，妻子遂投元普处，并将白纸交元普。

白纸遂代表从无到有的友情。在陪伴人物经历骨肉分离、家庭矛盾的过程中，信物也凝聚了人物

经历众多困难和诱惑时，对于家庭大团圆的期待，对于孝道、亲情的坚守。对于信物的去留抉择

成为了这些人物在危难时刻的人生选择，这极大丰富了故事文本的可能性，增添了人物形象的立

体性。例如《珊瑚宝杨大贵》，宋将杨志忠在领命征金前，娶春英为偏房。为防止春英被大房所

害，故托付其西番珊瑚宝一件，告诫春英危难之际可以用它护身。珊瑚宝凝聚了杨对于妻子的保

护之爱，“早年西番进贡来，君王爱我有万千，正将此宝来钦赐，妻尔收起勿惊骇。此宝名曰珊

① 《玉麒麟双状元全歌》，《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之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5卷。

② 《玉盒仙琴金宝扇全歌》，《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之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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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珠，收起藏劝尔身躯，有宝不怕寒共署，无价之宝不虚诬。”①（11,3-4）分娩后，春英却舍

身救子，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不留半分信物在自己身上，而是分藏珊瑚宝于二子身上，并带到杨

府之外抚养。“身中宝珠取出来，拍做二片分两畔。一子一畔分子去，不知何日得见媛。抱交公

子伊一身，若催乳母着小心。身有宝珠勿失落，此乃国宝达朝廷。”（51,3-4）

其次在于情节的推进和叙事结构的完善上。其一，信物对主题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歌册和某

些明清小说戏曲（《桃花扇》、《琵琶记》、《荆钗记》）一样，采用信物作为剧名，如《玉鸳

鸯》、《金钗罗帕》、《香球记》等。这些信物何以成为剧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全篇的点睛之

笔，也是促进情节发展、解决矛盾冲突的关键。回到《玉盒仙琴金宝扇》，月老受圣母娘娘嘱托，

化成凡人在路上拦住出门的萧光祖，赠给他三样宝物：玉盒、仙琴和金宝扇，并告诉他“三宝”

可以让他有三个国家的游历经历，并且有四段奇缘。“伊今二人有成亲，命尔引他定婚姻，玉盒

宝扇共仙琴，日后扶主大忠良，四妻荣华结成双，四妻已分三国去，玉盒吐像寻同房，真容一对

玉盒边，金扇仙琴好讨伊。此物仙家个宝贝，退阵救难又寻妻。”（3,8-10）“三宝”就是贯穿

整部歌册的线索。玉盒的首次出现，使得萧光祖和刘月英得成夫妇。玉盒当中有男女二像，男拿

女像，女拿男像，取像者就定为夫妻。玉盒第二次出现，当中画像被大风刮走，使得萧光祖和刘

月英失散，并导致后来在西凉国和幽州的奇遇。玉盒的第三次出现，是异邦国王看到肖像的时候。

国王看到后十分震惊，要求汉朝把萧、刘遣送至西凉和幽州。皇帝命令二人互易身份前往。萧光

祖到西凉国后，国王命妹妹陪伴他，后有幽州女主发现被骗，派追兵追杀，萧光祖用宝扇突围。

刘月英则与侍女一同逃出，用仙琴破幽州兵，并最终和萧光祖会合。此时，幽州女主投降，愿意

归顺汉朝。整部歌册的情节、行文都印证了月老的预言：走三国娶四妻。整部歌册就是靠“三宝”

信物组织起来，小说人物围绕此发生了一系列聚散离合，也使得故事成为逻辑自然清楚、首尾呼

应的完美故事结构，为读者保留了足够悬念。

其二，在爱情信物中，信物是女方提出的成亲必要条件，在《香球记》、《移花接木竹箭记》

中，女主都是要求拾到香球和竹箭的男子才能与其进一步交往。没有信物，情节无法进一步推进。

其三，信物对于大多数歌册“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有较好的引导作用。没有信物，便没有凭

证，无法达到骨肉相认的叙事效果。在《灵芝记蝴蝶引》中，掰碎了的灵芝就是亲情见证。三春

得知后母即将杀害她的消息，与弟将生母遗留的灵芝掰碎，并各自逃亡。后来，二人也以灵芝重

新相聚。其四，信物还是激发人物矛盾的标志。在《阴阳会合铁扇记》中，冯义生与秋兰已经聘

婚，而后被秦高害死。秋兰梦中与魂归西天的义生梦会，并以铁扇为记。秋兰生子，子为父报仇

时，就以铁扇为证。其五，信物还化解了文本的冲突和矛盾。在《刘明珠汗衫记》、《背解红罗》、

① 《珊瑚宝杨大贵全歌》，《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之潮州歌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5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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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潮州歌册的信物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明珠、红罗、九曲珠都是番邦赠给中国的信物。信物还凝结着一个契约：

如果没有按照期限把红罗解开，把明珠和九曲珠串起来，就会攻打中国。最终主人公竟完美地把

外国刁难中国的难题给解决了。通过对信物难题的攻关完成，也化解了文本的冲突和矛盾，并且

使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变得亲善起来。

此外，大部分潮州歌册作者在歌册文本中宣称歌册就是“劝世文”创作歌册的目的就是“劝

世”，信物对于最终帮助作者向听众读者施加以劝诫和惩戒教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此处不深处

展开。总的来说，信物反映了歌册作者，即潮州府的中下层文人在如何加强歌册的情节推进，完

善叙事结构，如何更有力地表达主题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随着歌册受众的扩展，也渐渐内化成为

了歌册的艺术性和叙事技巧，推动了歌册大规模的再创作和生产。这一手法有较强的中国古典艺

术特点，充满着强烈的中国文化隐喻，它的普遍运用几乎成为了明、清二代潮州歌册创作者的共

识，却在现当代的歌册创作中渐渐没落，这一点值得新时代潮州歌册研究者、创作者进一步思考。


